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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的主要目的在於受贈國的發展，而許多國家發生內戰歸咎於經濟情況

不佳，那麼，援助是否可以降低內戰的風險？現今的文獻認為援助是具有戰略

性的，也就是必須要考慮援助國以及受贈國的互動，因此援助可視為偏向政府

的干預，本文認為這樣的干預會惡化政治不穩定國家中的承諾問題（commit-
ment problems）、增加權力分享（power sharing）的成本，同時也降低戰爭成本
（war costs），阻礙衝突團體間和平協議的達成而增加內戰爆發的風險。本文使
用縱橫資料（time-series and cross section data），以多層次「二元勝算對數模型」
（binary logit model）進行分析，結果發現當援助越多，內戰爆發的機率反而會
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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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內戰經常發生在貧窮的國家，因為低落的收入水準是導致內戰其中一個

重要的原因（Collier and Hoeffler, 1998; Fearon and Laitin, 2003; 平思寧，2014； 

2015）。1世界銀行前行長金墉（Jim Yong Kim）在 2017年 4月的演說中更表

示，到 2030年全球一半的窮困人口將會活在衝突的區域內（Kim, 2017），而

這樣貧窮的國家更容易吸引來自於國際社會的援助，2有鑑於這麼多援助投入

貧窮的國家，而其中又多前往政治不穩定，或是內戰曾經發生或可能發生的

國家，那麼援助與內戰的關係為何呢？援助是否可以藉由改善受贈國家的政

治經濟情況，而降低內戰發生的機率？還是對於內戰並沒有壓制的作用反而

會助長內戰的爆發？

援助國（donors）通常把遭受內戰的國家放在援助的優先順位（Collier 

et al., 2003; Ellison, 2016），但援助作為國家重要的外交政策，也是外交干預

的一種手段，所以援助國經常會成為介入內部政治不穩定的第三方（third-

party）。3過去的研究已經否認援助的良善動機，認為這一切都是有關於國家

利益的優先以及戰略的考量，而援助並非全然以幫助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為首

要目的，援助國的國家利益仍是主要考慮，4畢竟援助還是一種外交工具，

1  世界銀行（World Bank）在 2018年公布的 34個低收入國家中，只有 4個沒有發生過內戰
（貝南、北韓、馬拉威以及坦尚尼亞），其界定低收入國家（low income countries）的標準為
人均國民收入（gross national income, GNI per capita）低於 995美金，文中所提之 34個低收
入國家請參考世界銀行網頁 https://datahelpdesk.worldbank.org/knowledgebase/articles/906519-
world-bank-country-and-lending-groups。

2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國際社會總共付出超過 7兆美金的援助給開發中國家；西方國家也承
諾在 1970年後每年花費 0.7％的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用於貧困國
家的建設（Tierney et al., 2011; Findley, 2018）。

3  二戰後超過 6成的內戰曾被其他國家干預，其中五分之三的國際干預是超過一個以上的國
家介入（Saideman, 2002）。

4  例如美國作為援助的大國，冷戰時期的特殊情況以及對於民主制度的推廣的考量，都可能
超越了以受贈國家（recipients）經濟情況為主的援助，而至於影響援助成效的條件（例如
受贈國家的政治制度、治理以及貪污腐敗情況），也不一定是影響援助的關鍵動機（Fl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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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援助國利用資源想要改變或影響受贈國政策行為的一種手段，在受贈國家

政治不穩定時當然也不例外，甚至成為一種干預的形式（Balch-Lindsay and 

Enterline, 2000; Findley, 2018）。

然而，我們很難確認援助國以金錢資助的干預方式的動機為何，畢竟所

有援助的戰略動機都可以包裝在「開發援助」之下。因此本文研究的問題是：

援助是否增加內戰的風險？本文認為，內戰的爆發來自於和平協議的失敗，

而達成和平協議透過兩種手段：政策改變以及權力分享（power sharing）。然

而援助會透過給予政府以及反對勢力「信號」（signal）的方式，凸顯並惡化

政策改變中的「承諾問題」（commitment problems），以及透過影響「戰爭成

本」而降低權力分享的機率，進而增加內戰爆發的風險。

本文組織如下，第貳節討論過去的文獻對於援助與內戰的研究，特別是

援助對內戰影響的正反面的論述，並敘述本文對內戰與援助研究的貢獻；第

參節為本文主要理論部分：首先，援助無法透過提升經濟表現以及民主化降

低國內人民對於現狀的不滿；再者，因為援助給予的信號所帶來的承諾問題，

以及戰爭的成本與效益，援助也無法促成國內不滿勢力與政府和平協商的可

能，因此援助將會增加內戰的機率；第肆節本文將以計量經濟學的方式，以

雙邊援助作為援助的代理變數，驗證本文的理論，最後一節是本文的結論以

及政策建議。

貳、文獻回顧：援助是否鼓勵了內戰的爆發？

Findley（2018）認為援助引起內戰的理由可分為直接的關係與間接的關

係。第一是直接的關係。援助會導致內戰爆發在於兩個貪婪的因素：「尋租」

以及「掠奪」，當叛軍認為一旦在衝突中奪得執政權，那麼援助的資源就會為

其所得，衝突是為了將來可獲得的「獎勵」，這樣貪婪的動機無法透過協議

（bargains）達成，因此援助所帶來的尋租與掠奪會使得內戰風險升高（Blatt-

  and Kilby, 2010; Harrigan and Wang, 2011; Meernik et al., 1998; Peterson and Scott, 2018; Svens-
son,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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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 and Miguel, 2010; Grossman, 1992）。此外，Nielsen等學者藉由 Fearon

（1995）5解釋衝突的理性主義，認為「援助的崩盤」（aid shock）會導致政府

與叛軍之間實力上的彼消我長，當給予政府的援助減少後，叛軍相對強大

（Nielsen et al., 2011）。而失去援助資源的政府，也失去了「賄賂」反對勢力

的資源（Dal Bó and Powell, 2009），故援助會增加內戰風險。第二，間接的

關係指援助對發展之間關係具有「條件性」，例如好的制度可以讓援助減少

對內戰的影響（Jablonski, 2014），而分配不均的援助，反而會助長人民的憤

恨（Esman and Herring eds., 2003）。一旦中央政府無法有效率地分配援助，

反而會提升內戰的風險。

除此之外，許多學者質疑援助對於弭平衝突的成效，例如 Findley等學

者在研究援助與內戰的地理資料後，認為在獅子山共和國、安哥拉以及莫三

比克的案例數據，援助促成了內戰的爆發，援助越密集的區域，越是內戰爆

發的地方（Findley et al., 2011）；Goodhand（2002）研究國際援助於阿富汗

的案例後發現，援助對於戰後和平的效果十分有限，如果沒有好的先決條件

介入，援助對於戰後和平並沒有幫助，但何種先決條件是有效的並不容易判

斷。即便是人道救援，也可能對於內戰的持續造成不良的影響，例如美國的

食物援助（food aid）事實上延長了內戰，但研究者並沒有發現美國給予的食

物援助對內戰爆發間顯著的關係（Nunn and Qian, 2014）。

即便許多學者質疑援助與內戰之間的關係，仍有學者相信援助可以消弭

內戰國家的衝突並達成和平（DAC, 2012; OECD, 2016）。Savun and Tirone

（2011; 2012）以政治及經濟因素解釋援助的確對內戰的消弭有幫助，例如民

主轉型的國家容易發生內戰，因為在民主化的國家中會有「承諾」以及「不

確定」的問題，造成民主難以鞏固，甚至因此更容易發生衝突，但是針對促

進民主的援助卻可以解決這樣的問題，對民主的援助可以被視為對民主制度

的背書，進而解決承諾以及不確定性的問題。另外，他們也以經濟因素回應

5  Fearon（1995）認為，戰爭要付出很昂貴的代價，因此戰爭會爆發也是因為協議的破裂，
而協議破裂是因為第一，可信的承諾的問題，第二，不完全資訊，導致彼此對對方的動機

以及偏好的誤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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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Nielsen等學者所提到的「援助崩盤」的問題。援助是可以幫助國家克服

內戰的風險，因為援助可以幫助國家克服「經濟衝擊」（economic shock），也

可以在國家政權面臨不穩定時，資助國家預算以及度過經濟危機。也有學者

認為，因為援助提供法律、安全以及公共建設等服務，讓曾經發生過內戰的

國家可以在戰後的復興更為健全，進而降低下一次新衝突發生的可能（Ndi-

kumana, 2016），然而，也有學者認為這兩者並沒有關係（de Ree and Nillesen, 

2009）。

從以上的討論可以發現，援助對於內戰的關係經由不同的機制，仍然在

學者之間辯論，並沒有一致的結論。以上的文獻也可看出過去研究論述中的

不足以及可能出現的缺失：第一，學者認為援助會造成叛軍的掠奪與尋租，

進而增加內戰的風險。但是這忽略了援助很大的一個特徵，援助與自然資源

同屬於「租金」，也就是政府不勞而獲的資源，然而資源租金是來自於本國

的產出，而援助則是來自於國際社會，必須仰賴他國或是國際組織政策的形

成確定後，才能夠獲得的資源，因此一旦政權更迭，援助國可以停止或減少

對該國的援助，也就是拒絕給予援助國內的反對團體，因此援助經常浮動，

而承諾也非不變且無法持續（Altincekic and Bearce, 2014; Bulíř and Hamann, 

2008）。第二，若以物質力量的角度來解釋援助減少後，會造成衝突的兩造

權力上的改變進而影響內戰的風險（Nielsen et al., 2011; Savun and Tirone, 

2012），這樣的解釋可能忽略了援助在物質以外的因素，例如援助不僅僅造

成受贈國物質力量的提升，也會給予受贈國家政府信心，而變相地打擊叛亂

份子的士氣，也就是評估戰爭成功的機率，是一種有利於當地執政政府的干

預。最後，雖然有學者將援助再分類，認為不同的援助可能帶給受贈國家不

同的效果。然而這樣的主張有其弱點，官方發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以下簡稱 ODA）的用意在於幫助受贈國家的經濟發展，然而這

樣專款專用在先前的文獻回顧中並沒有一致的結論來肯定 ODA可帶來顯著

正面的幫助。例如食物援助反而延長內戰（Nunn and Qian, 2014），而 Savun 

and Tirone（2011）則認為有關「政府與公民社會」的「民主援助」，可以幫助

有潛在內戰風險的國家避免內戰，然而所有的援助都可以被包裝為 ODA或

是任何其他形式的援助，更重要的是，援助國其實也無法保證專款確實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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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用，若沒有極度嚴格的監督機制，也只能尊重當地政府的使用方式（Acht 

et al., 2015; Asiedu et al., 2009）。

回顧過去的文獻，本文認為過去的研究仍然有其未盡完善之處，例如作

者首先分析援助的特徵後，並不認為援助會以掠奪的方式來增加內戰的機

率，此外，在援助所帶來物質資源的功能之外，作者也加強援助作為一個

「支持信號」的功能，援助的政策給予了潛在衝突方（政府與叛軍）信號，

也就是表示對於現任政府的態度，這降低了和平解決的可信度以及戰爭的成

本，反而造成了內戰的風險提升。而下節的理論部分將以上述文獻未能處理

的部分，發展為本文的理論。

參、援助的信號與內戰的爆發

本文認為援助與內戰具備直接與間接的關係。第一，這種外部的資源無

法直接改善受贈國家的經濟政治情況而消滅內戰的起因；再者，援助是一種

支持受贈國政府的「信號」，這樣的信號促使和平協議的困難增加，因為這惡

化了「承諾問題」，而援助降低了戰爭成本，並相對地增加權力分享的成本，

因此，國家領導人與反對勢力或叛軍，都難以採用和平的方式解決歧異。

一、援助的成效並無法消滅內戰的發生

過去對於援助效果的討論非常多，例如，援助是否可以藉由改善國內的

政治與經濟狀況，進而降低內戰的可能？援助主要的目標就是促進受贈國家

的經濟發展，長期而言或許援助的確促進經濟方面的表現（Sachs, 2006; Calī 

and te Velde, 2011; Lof et al., 2015），但也可能造成不平等的現象（Arndt et al., 

2015）。另一方面，更多的學者發現援助對於發展並沒有幫助（Deaton, 2013; 

Easterly, 2003; Moyo, 2009; Briggs, 2017），甚至援助越多，受贈國家反而更

貧窮，減少援助反而使得國家有更好的機會發展（Calderisi, 2006; Glennie, 

2008）。6然而更多的研究認為援助對於發展的效用有條件性，例如受贈國家

6  除了經濟成長與收入之外，援助也不一定會增加國外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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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良善與否？收入是否嚴重失衡（不平等）等（Burnside and Dollar, 2000; 

Collier, 2007; Clemens et al., 2012）。

政治上的不自由是引發民怨甚至國內衝突的另一個原因，同樣地，援助

對於受贈國家完成民主化也沒有幫助（Bermeo, 2011; 2016），甚至增加受贈

國家的貪污程度（Acht et al., 2015）；而援助國也會因為本身的戰略目的傾向

於迴避多邊組織，偏好以雙邊（bilateral）援助的方式給予（Reinsberg et al., 

2017; Werker, 2012）。7另一方面，若援助國家對於受贈國家有較少的戰略利

益，援助的成效反而比較好（Girod, 2012）。8而也有學者認為在援助的短時

間內，受贈國家會以政治民主化的方式回應援助國的期待，因此援助還是對

建立當地的政治制度有幫助的（Jones and Tarp, 2016; Reinsberg, 2015）。

由此可知，援助是否可以藉由可能的正面成效，消弭國內人民對於政府

的不滿情緒，進而降低內戰的風險？答案並無法肯定。

二、國際社會支持的信號：援助

援助跟自然資源一樣，屬於「非稅收」（non-tax income）的收入，卻有

些許不同。即便援助國一般在給予援助的時候嘗試著指定援助的用途，也就

是寄希望於達成發展的目標，但是實際上援助國很難掌握援助的去向，因此

也無法過度干預援助的使用來確保援助成效（Acht et al., 2015），換言之，除

了貸款之外，援助是不可逆的（Asiedu et al., 2009），貸款也很可能因為受贈

國家的政治與經濟情況，而出現不同的還款結果；即便是人道救援的食物以

及藥物等，也很難確定受贈國政府會將這些物資送往真正需要或是援助國想

要贈與的人民與對象手中。因此，當兩國利益無法協同時，基於不可逆以及

  FDI）而幫助經濟成長（Kimura and Todo, 2010），甚至若給予受贈國家援助，會排擠私人
投資的進入（Selaya and Sunesen, 2012）。

7  舉例來說，學者Woo在 2017年的文章將干預國的動機作了清楚的研究，他認為干預國家
的動作考量在於國家利益，當受贈國家產油時，援助國會更願意去干預受贈國家的國內政

治穩定，確保油源以及適當的石油價格（Woo, 2017）。
8  學者 Girod（2012）認為，有效的援助取決於兩個條件，第一，援助國與受贈國間的戰略
利益牽連較少；以及第二，當受贈國家擁有較少的租金收入時，這樣的援助較容易達成發

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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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掌握援助確實效果的情況下，援助國便可以基於戰略性的考量而終止援

助。援助可以依據「徇私主義」（favoritism）而發放，所以當援助國的利益

無法經由援助在受贈國實現時，援助自然會被終止（Bearce and Tirone, 2010; 

Bulíř and Hamann, 2008; Dreher et al., 2013）。

換言之，援助就是對於受贈國政府支持的「信號」。如同干預一般，這樣

的信號也是偏頗的，干預者也想要藉由援助來平衡以及讓目標國國內勢力選

邊（Saideman, 2002），而偏頗的信號則是援助國選擇有利於政府政策（Findley 

and Teo, 2006）。9若援助國對於受贈國家行為感到不滿，援助便可以停止，讓

金援無法再成為受贈國家領導人的非租稅收入（Altincekic and Bearce, 2014）， 

援助國也根據自己國內的政治情況（例如選舉）而做出經濟外交（例如援助

或制裁）的決定，而不需考量受贈國家的發展情況（Heinrich et al., 2017）。

除了援助代表國際社會支持當地政府的信號外，本文認為援助身為國際社會

表達支持的信號，也惡化了承諾的問題，並降低戰爭成本與增加權力分享的

相對成本，進而增加了內戰的風險。

三、內戰的發生與援助：承諾問題與戰爭成本

衝突可能潛在已久，但是戰爭的爆發有其升級的機制。衝突的兩（多）

方都會先尋求和平解決的可能，政府領導人也會考慮「成本效益」，當和平

解決衝突的機會不可能時，或是戰爭的成本低於和平，戰爭才可能是政治領

導人的優先選項，這也是 Fearon分析戰爭爆發的「理性途徑」（rationalist 

approach）（Davies and Johns, 2016; Fearon, 1995）。研究內戰爆發，也就是研

究和平協議為何失敗，有鑑於以上援助的特點，本文認為援助是對受贈國支

持的信號，影響「承諾問題」與「戰爭╱和平成本」，使得在國內政治動亂

之際，和平協議無法達成，進而增加內戰的風險。

9  許多的研究已經指出發展是援助的「副作用」，援助不一定針對貧窮國家，而良好治理的國
家也不一定會得到更多的援助做為獎勵（Briggs, 2017; Goldsmith, 2001），既然援助不必然
為了發展而存在，援助在受贈國家發生任何政治動亂進而可能危及國內人權時（包括因為

政治情況不穩定，政府使用危害人權的方式鎮壓等）還是有可能會繼續，特別是透過雙邊

的方式給予的援助，並不一定會因受贈國家國內有違反人權的事例而減少（Heinrich et al., 
2018; Lebovic and Voete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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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協議大致上可分為兩種，一為做出政策的改變以符合反對勢力的期

待，二為政府承諾與反對勢力分享權力（Hartzell and Hoddie, 2003），但這兩

種方式都牽涉和談雙（多）方的承諾以及政府如何分析成本的問題，本文認

為從援助所帶來的「信號」，會惡化承諾問題以及降低戰爭成本，也使得和

平解決爭端的成本上升，而內戰的風險增加，說明如下。

第一，援助無益於政府維持政策改變的承諾，對於達成和平協議並無幫

助，進而增加內戰風險。消弭反對勢力的和平解決方式中，有一種是改變現

有或既有的政策以扭轉人民的不滿。如果反對者同意政策的改變，也相信這

樣的承諾會長期地執行，那麼和平協議達成。相對於戰爭，政策的改變的確

成本較小，理應是國家領導人偏好的選項，然而，援助卻降低協議成功的可

能性，因為援助會降低叛軍或反對勢力相信政府會改變政策這個承諾的決心。

政策上的讓步必須是根本且長期持續的改變，叛軍必須相信政府不是以

「炒短線」的方式短暫地讓反對勢力或叛軍讓步，而規避政策最終的改變以

及可能的武裝衝突。在大量國外援助的支持之下，叛軍無法相信政府能夠實

踐並貫徹兩造協商的政策內容。因為第一，從過去的研究發現，援助無法保

證在經濟以及政治上的改善，所以叛軍或反對勢力並不期待可以透過得到更

多的援助而改善他們不滿意的政經現狀，所以當現任政府得到國際社會更多

的支持，反對勢力不會相信現任政府可以藉由獲得更多的資源，而做出政策

上符合且有益於反對勢力期待的改變。

再者，雖然援助等同於對受贈國家掛了「準保證」（Kimura and Todo, 

2010），但援助是可以減少或終止，也就是變相的經濟制裁，雖然援助國進

入受贈國家的資源不可逆，但援助可以隨時喊停。然而國際社會透過援助，

繼續與對抗反對勢力的現任政府合作，若援助在內戰潛在發生的情況之下增

加，讓反對勢力不滿的政策很有可能繼續（Uzonyi and Wells, 2016），因為政

府沒有改變的動機，即便有暫時的動機，在國際社會源源不斷的財政支持之

下，現任政府為了抒解燃眉之急而改變政策的承諾，在反對勢力或是叛軍眼

中都失去了可信度。例如南蘇丹內戰從 2011年獨立後不久開始爆發，但是和

平協議遲遲無法簽署，壓力反而回到國際社會是否可以幫助交戰的各方談判

與執行協議（de Vries and Schomerus, 2017）。國際社會的信號與政府給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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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承諾息息相關（Crescenzi et al., 2012; Horowitz et al., 2017; Mattes, 2012）， 

更多的援助只會讓叛軍對於政府維持協議的不信任感增加，無法強化在協議

中承諾的問題，因為只要有國際社會的支持，政治領導人的政策改變無法令

人相信會持續執行。

第二，援助增加權力分享的成本，且降低戰爭成本，使得和平解決爭端

的機率降低，提高內戰的風險。除了改變政策外，政府還可以與反對勢力共

享權力來和平解決潛在爭端。權力分享不僅僅是政策上的改變，也要分享執

政上的權力，例如讓反對勢力進入政府或是立法機關等。雖然權力分享也可

以視為一種政策的改變，但相對於改變政策，權力分享的代價會更昂貴，因

為當政治領導人決定以和平或衝突解決爭端時，政治上的計算很重要，但是

援助並不會讓戰爭的成本高於權力分享的成本，反而因為援助降低了戰爭成

本，相對增加權力分享的成本，進而提升內戰的風險。

首先，權力分享的成本本來就比較高，因為除了人民的福祉之外，執政

者更重視的就是權力的掌握，民主國家亦然；再者，當政府提出權力分享，

反而會給予人民支持反對勢力的動機，因為權力分享就是示弱的表現，也代

表著政府承認人民的不滿有理，這樣的情況下，叛軍的士氣也隨之水漲船

高，對於權力分享協議的要求更高，又或是根本不願意以和平協議解決爭端

（Mukherjee, 2006），因此，在權力分享這個昂貴的選項下，解決爭端本屬不

易，若政府與叛軍之間要協調的權力分享協議越多，以和平解決爭端的可能

性越低，因為權力分享的要求越多，特別是分配資源方面（Findley, 2013），

政府更不願意放手更多權力，而叛軍也可能不願意接受政府所承諾的權力共

享方式，所以權力分享不僅僅是成本高，基本上不是一個容易成功解決爭端

的途徑。

第三，除了權力分享的成本高，援助也會讓戰爭的成本降低。在國家政

治狀況開始不穩時，政府在整體實力上還是具有相對優勢的（Cunningham et 

al., 2009: 574），對於政府而言，援助很有可能可以變成軍事資源。雖然有學

者對於援助究竟是否可以轉化為軍事力量抱持懷疑，認為援助不像其他資源

（例如石油），可以簡單地轉換為軍事實力（Paine, 2016），但援助也並非不可

替代的資源，因此援助不僅僅是經濟手段，也可能是一種軍事干預（Easterly, 



適得其反？援助的訊息與內戰 231

2008）。國際社會若給予交戰團體越多可替代性資源，衝突中的不確定性會增

高（Sawyer et al., 2017），若戰爭的成本降低，相對地和平解決權力分享的成

本也就升高，只得藉由軍事上的勝利（military victory），才可以根本上消滅

叛軍的軍事力量，達成較久的政治穩定（Licklider, 1995）。

由於無法追蹤援助的去處，若國際社會繼續給予政府援助，便降低了無

論是軍事、人道或是醫藥食品這些「戰爭的成本」，提高了衝突的風險（Kuper-

man, 2008; Narang, 2015; Rauchhaus, 2009; Spaniel, 2018），因為國際社會給予

的援助，減低了戰爭對於政府的傷害與戰爭的成本，增加權力分享的代價，

若政府能以較低成本的戰爭方式來解決與叛軍的爭端，甚至解決叛軍本身，

為何要選擇成本高而政府其實又不甘願的權力分享？

如上所述，援助就是一種對政府物質上與政治上的支持，但遺憾的是，

我們即便瞭解援助多流向何種國家，卻很難區分援助國的動機。本文認為，

援助如果增加或持續，就代表援助國認同並支持現任政府的作為，若不支持

就不會給予更多援助。例如 OECD的「發展援助委員會」（development assis-

tance committee，以下簡稱 DAC）國家10設下種種援助條件來限制受贈國家

使用援助，然而不是每個援助國家的出發點都是「發展」，甚至敵對政府也不

會想要看到受贈國家的政治不穩甚至政權被顛覆，因為即使敵國不喜歡現任

的政府，但是也不能擔保經過衝突上台後的新政權可以在彼此的政策偏好上

有更大的交集，同樣地，在不確定性增加的情況之下，敵國也不希望（並非

永遠不會）見到非常規性的政權轉移，希望現任政府可以藉由援助維持穩定

（Jones and Tarp, 2016; Uzonyi and Rider, 2017; Wolford, 2007）。因此，援助作

為國際社會支持的信號，第一，援助無法增加和平協議中承諾的可信度；第

二，援助會降低戰爭的成本同時提高權力分享的成本，本文的研究假設如下：

越多的援助會增加內戰爆發的風險。

10   DAC成員國包括：澳洲、奧地利、比利時、加拿大、捷克、丹麥、歐盟、芬蘭、法國、
德國、希臘、匈牙利、冰島、愛爾蘭、義大利、日本、韓國、盧森堡、荷蘭、紐西蘭、挪

威、波蘭、斯洛伐克、斯洛伐尼亞、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國與美國，參考 OECD網
頁：http://www.oecd.org/dac/dacmembers.htm，（檢閱日期：2018年 7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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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設計

本文假設在檢驗「援助是否與內戰的爆發呈現正相關」，因此結果變數是

內戰的爆發，解釋變數是 DAC雙邊援助的金額。由於內戰爆發是二元變數，

若該年內戰爆發，編碼為 1，其餘則為 0，本文資料從 1960年到 2017年，為

縱橫資料（time-series and cross-section data），第一層分析單位是國家—年，

第二層是國家，因此使用多層次二元邏輯斯迴歸分析（binary logistic regres-

sion，李佳怡、蔡宗漢，2015）。除了結果變數與解釋變數，本文也納入其他

相關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的控制變數，例如經濟成長、人均 GDP、自然資源

租金、貿易開放程度、軍事支出、政治權利，以及社會分裂。模型除了排除

「高所得國家」的樣本外，亦控制了不同收入的國家、不同區域、不同政權，

以及冷戰時期。此外，也檢驗不同的援助金額作為穩健性分析。為了避免本

文結果變數以及解釋變數間產生內生性（endogeneity）問題，本文的解釋變

數均設定為較結果變數早一年，避免兩者間發生可能的「相反因果」關係。

最後，為解決模型可能發生的自我相關（autocorrelation）問題，也控制和平

時期（年）（Beck et al., 1998; Carter and Signorino, 2010; Woo, 2017）。模型所

使用變數的敘述統計請見表 1。模型方程式如下：

Pr(內戰爆發i , t =1)= logit−1(αi +β援助i , t−1 +Xi , tγ) （1）

αi ~N(μα ,σα2) （2）

方程式（1）呈現在 t年國家 i是否爆發內戰的變數參數，β是本文主要解

釋變數，也就是援助（前一年）的迴歸係數，X和 γ是控制變數以及其迴歸

係數，（1）與（2）的 αi是國家效果的變動截距，根據平均數 μα以及變異數 σα2的

常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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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敘述統計

變　　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觀察值

內戰爆發
0

(n=13436)
1

(n=604) 14040

DAC雙邊援助（億美金） 2.18 5.35 −9.55 220.28 7504
ODA與官方援助（億美金） 3.01 6.56 −9.47 220.57 7717
UNICEF援助（億美金） 0.04 0.07 −0.10 0.79 5111
和平期間（年） 24.81 20.40 0 72 13973
人均 GDP（萬美元） 0.82 6.44 0.00 555.91 8897
GDP成長 3.90 6.62 −64.05 149.97 8539
貿易開放 76.04 48.63 0.02 531.74 8121
自然資源租金 7.17 11.122 0 89.90 7641
軍事支出（億美金） 55.98 334.34 0 7113.38 7040
政治權利 3.76 2.23 1 7 7615
族群分裂 0.44 0.26 0 0.93 12567
宗教分裂 .44 .23 .00 .86 12709

亞洲
0

(n=10872)
1

(n=3168) 14040

非洲
0

(n=10080)
1

(n=3960) 14040

歐洲
0

(n=10584)
1

(n=3456) 14040

美洲
0

(n=11592)
1

(n=2448) 14040

大洋洲
0

(n=13032)
1

(n=1008) 14040

一、變數

㈠結果變數
內戰的爆發是本文的結果變數，如上所述，該年若為內戰爆發當年，編

碼為 1，此外，若該年又增加不同的國內的交戰團體加入，亦被編碼為 1，其

餘為 0。內戰爆發的資料庫為 UCDP/PRIO11武裝衝突資料庫（Armed conflict 

11   UCDP/PRIO武裝衝突資料庫由「烏普薩拉衝突資料計畫」（Uppsala Conflict Data Pro-
gram）以及奧斯陸國際和平研究所的內戰研究中心（Centre for the Study of Civil War at the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in Oslo）共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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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set, version 18.1）。12資料庫收錄的內戰衝突，其標準的門檻為該年因戰爭

相關而死亡的人數超過25人（Gleditsch et al., 2002; Pettersson and Eck, 2018）。

㈡解釋變數
本文的解釋變數是援助的金額，解釋援助可以第一，透過援助所傳達支

持內戰國政府的信號進而增加內戰的風險；第二，援助會降低衝突的成本以

及增加和談成本，因此增加內戰的風險。本文採用 DAC雙邊援助的淨金額

（單位：現值美元）作為解釋變數援助的代理變數，「雙邊」援助可以充分代

理援助國以援助的形式而給予受贈國家信號而影響承諾問題以及戰爭成本：

第一，雙邊援助是最具有戰略性的援助，因為援助所受到來自多邊架構下的

壓力較少（Reinsberg et al., 2017），也不會受到國際組織團體援助的限制，

雙邊架構之下，援助國可以在盡可能的範圍內，排除阻礙多邊援助所需要經

過的審核以及質疑用援助來表達對受贈國的支持。文獻也顯示，雙邊援助的

金流要看援助國與受贈國家之間的關係，而援助國的信念會在受贈國家中被

執行（Schudel, 2008），因此雙邊援助具有高度的信號意義，而幫助發展的意

義也不高（Werker, 2012）；此外，基於這樣的理由，若援助國想要表達對受

贈國家的不支持，最快解除這樣支持信號與資源的方式就是藉由雙邊援助，

因為這樣牽涉的規範以及援助方是最少的，因此，當援助國想要以援助來表

達對受贈國的支持，雙邊援助會是很好的觀察數據；第二，雙邊援助就是一

種金援，所以援助不僅僅是支持的訊號，而實質的金流同時可以帶給受贈國

家實際幫助，讓整體國家發動戰爭的成本降低，進而增加權力分享等和談的

成本。DAC援助包含了兩個部分：ODA以及官方援助（official aid），13根

12   UCDP/PRIO武裝資料庫包含 4種武裝衝突的形式：超體系戰爭、國際戰爭、國內戰爭以
及國際化的戰爭，而本文的結果變數是「內戰」的爆發，因此刪去資料庫內第一以及第二

種的衝突類型。

13   DAC當年雙邊援助為當年 DAC援助國所給予的援助再減掉受贈國家當年可以償付過去援
助項目中的貸款項目。ODA援助具備一定的優惠條件（concessional terms），項目其中必須
包括 25％的贈與，且贈與的項目需與促進經濟發展與福祉有關；而官方援助就是 DAC國
家給予受贈國家的捐贈金額。OECD會考慮適當的 ODA接受國家或領土，在 OECD國家
所提供的名單內，才能被稱為 ODA（OECD, 2020）。而 ODA也不同於人道援助（human-



適得其反？援助的訊息與內戰 235

據 OECD的網頁，ODA不同於其他官方援助在於其用意為促進經濟發展以

及發展中國家的福祉，14本文資料庫中有 DAC國家捐贈的國家有 155個，

資料來源為世界銀行的「世界發展指標」（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以

下簡稱WDI），資料時間為 1960年到 2017年。

除了 DAC雙邊援助之外，其他援助是否也具備一定的信號作用，根據作

者的理論，答案是肯定的。因為即便某些雙邊援助暫停或中止，只要國際社

會其他國家，或是主要援助國際組織仍然給予受贈國家援助，那麼仍然是一

種支持的信號，此外，援助也是一種資源，只是理論上雙邊援助的戰略性會

更強一些。作者使用另外兩個不同測量方式的援助來進行穩健性分析：ODA

與官方援助，以及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援助。這兩個援助變數未若 DAC的雙

邊援助的戰略性，但是作者認為，這兩種援助仍然會代表援助國給受贈國支

持的信號，因為援助不是簽約，可以給也可以撤，更不會像制裁機制一般的

複雜，因此作者認為仍然會影響內戰的風險。ODA與官方援助是受贈國收到

ODA與官方援助的加總，不限於雙邊援助；另一個是聯合國下的組織「聯合

國兒童基金會」（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以下簡稱 UNICEF15）的捐

贈，作為穩健性測試中的主要解釋變數。DAC雙邊援助作為雙邊援助具有相

當的戰略性，然而透過多邊架構下的援助也不能否認其戰略意義，因為多邊

架構與雙邊援助的差異主要在於援助的給予基於「多邊」的政策，倘若多邊

架構也有其「戰略」以及援助的特殊意義，援助當然是給予受贈國的信號。

UNICEF援助包括了大部分為ODA為主的援助，以及其他官方金流，而以聯

合國兒童基金會所贈與的援助，除了以發展為目的之外，人道的精神會高於

其他援助。據此可以觀察第一，多邊援助（聯合國組織）是否就可以將任何

援助對於消弭衝突的負面效應抵銷？另一方面，UNICEF的援助是以人道為

   itarian aid）與軍事援助（military aid），人道援助包括了醫療、食物以及其他的急難救助，
而軍事援助是針對軍事方面的援助，所以與 ODA有不同目標上的差異（Findley, 2018）。

14   ODA的援助內容包括捐贈、軟貸款（soft loans，基於市場利率的貸款），還有技術協助等。
15   其簡稱來自於其舊稱「聯合國國際兒童緊急救援基金會」（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hil-

dren’s Emergency Fund, UNICEF）。UNICEF援助是 UNICEF給予受贈國家的官方援助，包
含了 ODA、官方援助，以及其他的官方資助（other official flow），而這些贈與的用途以推
廣經濟發展為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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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金援（援助的目的在於增進發展中國家的弱勢兒童福利），是否也可以

推翻本文的推論，進而改變內戰爆發的風險。資料來源為WDI（World Bank, 

2018），單位是百萬現值美金。以上三個援助金額分配都高度右偏（skewed 

distribution），故取對數值（logged）。

㈢控制變數
過去的研究發現，影響內戰爆發的變數大致有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等變

數，例如經濟因素方面，人均 GDP（單位為現值美金）與 GDP經濟成長都

代表了該國的經濟表現，人民的生活水準越高，內戰越不容易發生（Collier 

and Hoeffler, 1998; 2004）。人均 GDP金額分布右偏，故取對數值。貿易開放

程度是該國貿易商品出口價值佔該國的GDP比例，比例越高代表該國越仰賴

出口做為國家的收入，對外開放程度也比較高，當國家對外開放程度越高，

內戰的經濟成本也更高，因此越高的貿易開放程度，可能會降低內戰爆發的

風險（Magee and Massoud, 2011），而援助國也會因為受贈國家在貿易政策上

的改革而更願意給予較多的援助，以上數據來自WDI。另外，政治方面的控

制變數是政治權利，政治權利（political rights），分數由最不自由的 1分到最

自由的 7分。政治權利的資料取自於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 2018），政

治自由也經常被研究內戰的學者所討論，政治權利賦予了公民在面對不滿時

合法宣洩的管道，越自由的政治環境，使用武裝衝突改變現狀的風險會越降

低（Hegre et al., 2001），而國際社會也可能因為該國是否遵守國際社會的期

待而改變贈與的金額。

此外，模型也控制許多過去文獻中所討論造成內戰的因素，包括自然資

源租金16、軍事支出以及社會的分裂。首先，當國家越仰賴自然資源的收入，

會更容易產生許多政治與經濟上的問題，進而成為國內衝突的因子（平思寧，

2014；2015），因此自然資源租金也是本文控制的一個變數；軍事支出代表

該國軍事用途上的支出，金額（單位為百萬現值美金）越多代表該國政府的

16   自然資源租金為多種資源的租金加總，其中包括：石油、天然氣、煤（軟煤與硬煤）、礦
產以及木材租金（World Bank,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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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裝準備越充分，由於分布也過於右偏，故取對數值。以上資料均來自WDI

（World Bank, 2018）。最後，內戰也可能來自於社會因素，特別是族群與宗教

分裂引發的衝突（Fearon and Laitin, 2003），因此本文也加入族群以及宗教的

分裂為控制變數，分裂的定義在於國家內的不同團體，擁有不同族群標記的

機率，分數越高代表越高的機率來自於不同的族群，也就是越分裂的族群社

會（Alesina et al., 2003），資料來源為「政府品質資料庫」（Quality of Govern-

ment, 簡稱 QoG），而族群與宗教差異的資料並非每年都進行蒐集更新，而

QoG資料庫將其視為「歷史變數」，重複其中部分的數據並延伸至其他年份

（Teorell et al., 2020: 101）。

最後，為了避免本文模型中的自我相關問題，模型中均加入 3個控制變

數：和平期間（年）的 1到 3次方多變項（Beck et al., 1998; Carter and Sig-

no rino, 2010; Woo, 2017），避免在二元縱橫資料中可能發生的自我相關。

二、統計結果

本文共有 10個模型，檢驗國際援助對內戰爆發的關係，統計結果請見

表 2。本文模型主要區分第一，不同的觀察值，例如在世界銀行的國家收入

分類中，有「低收入國家」、「中低收入國家」、「中高收入國家」，以及「高

所得國家」，本文刪除「高所得國家」後，就不同所得國家進行分析，但由

於援助多進入中低收入的國家，因此將以「低收入國家」以及「中低收入國

家」作為主要模型的觀察樣本。第二，援助有不同類型，除了主要的雙邊援

助之外，也同時測試多邊組織下的 UNICEF援助，以及官方和 ODA的援助

金額。第三，檢驗不同的國家類型以及觀察值的時間。

模型 1中的觀察值是「低收入國家」以及「中低收入國家」，將結果變

數延遲一年，統計結果發現當援助的金額越高，內戰爆發的機率也越高（圖

1），另外，將結果變數延後三年後的模型 2，也可以看到一樣的結果，在降

低了內生性的可能之後，雙邊援助金額與內戰爆發的機率仍然是正相關。在

控制變數方面，兩個模型多是相同結果。顯著的控制變數包括人均 GDP越

高的國家，越不容易發生內戰，自然資源租金越高以及軍事支出越高的國

家，越容易發生內部衝突，GDP成長率、政治權利以及社會（族群與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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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邊援助（億，對數）

圖 1 ：雙邊援助金額與內戰機率

分裂程度，則不顯著。

模型 3加入了「中高所得國家」，結果與模型 1是相同的，解釋變數方面

依然是顯著的正相關，換言之，在樣本數納入「中高所得收入」國家後，雙

邊援助的金額還是會增加內戰的風險；其他的控制變數結果與前述的模型相

同，人均GDP、資源租金以及軍事預算對內戰爆發同樣是顯著正負向關係。

模型 4與模型 5替換了不同的援助金額，測試是否援助都會帶給內戰不

良的影響。模型 4的結果變數改為 UNICEF所給予的援助金額，模型 5是官

方援助加上 ODA的金額，統計結果發現在這兩個模型中，無論是多邊援助

或是具有 ODA性質的援助都會顯著地增加內戰風險，換言之不論類型，援

助都會增加內戰的風險。其他的控制變數結果與之前的結果相似，只是 GDP

成長在模型 4中變成正向顯著，也就是當 GDP成長率越高，國家發生內戰的

風險會降低。

模型 6中在控制了不同的區域（加入地區的虛擬變數）後，援助金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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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戰的風險卻不顯著，而在模型 7與 8中，將國家區分為「軍事政權」以及

「非軍事政權」的觀察值，結果發現援助對於兩種類型政權都會有影響，只

是在軍事政權的國家中，政治權力越高內戰可能性越低；而區分觀察值時期

的模型 9與 10中，在冷戰期間，援助金額對於內戰風險沒有影響，而自 1989

年冷戰結束之後，援助金額便顯著地提升內戰的風險。

除了在冷戰時期以及控制區域後，援助金額的增加也同時會顯著地提升

內戰的風險，無論是雙邊援助、多邊援助，以及開發援助都具有這樣負面的

效果。而控制變數方面，過去文獻經常提及影響內戰爆發可能的經濟表現以

及資源租金等不利因素，在本文的實證分析中也可以看出穩定的效果，而軍

事支出以及貿易開放，在本文的分析中，也與內戰的風險有關。

伍、結論與政策建議

無論是經濟還是政治上的目的，援助長期以來的目標就是促進受贈國家

的發展，但事實上援助一直具有高度戰略性意義，不僅僅純粹地以降低貧窮

為目標。作為國家經濟外交的手段之一，援助有相當濃厚的政治意義，藉由

經濟上的支持，改變受贈國家的政策，也是一種對受贈國家的干預。援助很

大一部份流入貧窮國家，貧窮又是內戰爆發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援助具有更

大的戰略意義，因此，本文的研究問題便連結了這樣的現象：援助是否較可

能導致內戰的爆發？

援助作為來自外部的資金，這樣的收入使用端視政治菁英的決定，但是

援助是可以減少，甚至終止，除了受贈國家的經濟發展情況之外，受贈國政

府與援助國的關係是關鍵因素，因此，援助可以視為國際社會或援助國給予

受贈國家的信號，因為援助一旦進入受贈國家後，援助國除了在之後的援助

金額上增減外，無從反悔，因此，援助是援助國對於受贈國家的整體支持。

然而這樣的支持信號反而會阻礙和平協議的達成，進而增加內戰爆發的風

險。本文認為這樣的信號可以透過兩種方式阻礙和平：第一，和平協議難以

透過政府政策的改變而執行，因為援助的信號使得政府難以信守對於政策改

變的承諾，而反對團體對於政府會遵守承諾，以及長期執行改變後的政策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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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並沒有信心，因為在國際社會高度支持現任政府的情況之下，政策的改變

只是短期而非長期的根本改革，在現任政治領導人沒有決心，而反對勢力沒

有信心的情況之下，和平協議不容易達成。第二，援助讓權力分享的成本增

高以及戰爭成本降低，難以讓政府與反對團體達成和平協議，因為當政府必

須以高成本的權力讓渡給叛軍或反對勢力，那麼低成本的戰爭仍然是較為可

行的選項，因為國際社會的援助實質上降低戰爭的成本，也讓權力分享的成

本相對增加，無論是給予資源或是政治上的支持，理性的國家領導人都不會

願意採用成本較高的權力分享作為解決爭端的優先選項。有鑑於此，援助在

某種程度上，並未鼓勵政府使用和平的方式解決爭端，而本文的穩健性測試

也發現，無論是多邊的人道援助或是發展援助，對於內戰爆發還是具有相同

的效果，因為支持的信號難以解決政策改變的承諾問題，也同樣地降低了衝

突成本，增加權力分享的困難。

本文同時也補充過去文獻對於內戰以及援助的連結，第一，本文強調援

助是具有戰略性的，援助國並非沒有目的而給予援助，因此過去將援助視為

國家可掠奪性資源來解釋援助與內戰的關係，並不合適；第二，本文也強調

援助並非只有物質性的支持，給予受贈國家政治性的支持具有同樣重要的意

義；第三，本文也透過理論以及經驗的檢視，發現國外援助對於內戰無論是

否出之於無意，的確發生負面的影響。本研究企圖將依變數延後 1年以及 3

年的方式以解決可能的相反因果，但仍然無法完全排除內戰對援助可能造成

的影響，未來的研究仍可以嘗試不同的計量模型來排除內戰對援助所造成的

可能影響。

最後，原為促進發展的援助是否還能繼續資助政治不穩定的國家呢？本

文雖然發現，援助阻止了和平協議，但是國際社會仍然可以透過降低援助

（並非完全取消）給予受贈國家現任政府警告，表示必須以和平的手段儘速

處理內亂；另外，若是仍然給予人道救援，也必須集合國際社會的力量監督

或介入，例如避免直接給予當地政府，讓當地政府知道這並非是國際社會

「支持當地政府的信號」，或是以維和部隊的武裝力量參與，保障該類物資不

會在運輸過程中，被反對勢力劫走，進而成為雙方的戰爭資本，降低衝突所

帶來的社會、經濟與政治上的衝擊，這樣方能繼續讓國際社會的援助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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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謀求受贈國家人民最大的福祉。然而來自其他國家的援助，也可能會透過

不同的方式給予叛軍，進而改變本文推論中的「信號」或是「戰爭與協議的

成本」的過程，可惜的是我們無法獲得系統性的資料，因此在缺乏國際社會

給予叛軍援助的情況下，只能以國際社會對於中央政府援助的多寡作為實證

上的研究，此為本文研究問題在資料上的侷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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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ivil war often occurs in poor countries that also attract foreign aid from 
developed countries, which raises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foreign aid is capable 
of reducing the likelihood of civil war. Despite such aid being known as charity-
based foreign policy, previous studies have pointed out that aid is delivered 
strategically. Since aid targets the incumbent government, it could be seen as a 
pro-government-biased intervention. I argue that it is the biased interfering signal 
that causes commitment problems and changing costs of power-sharing and 
civil war between warring groups to discourage peace agreements. This paper 
analyzes time-series and cross-sectional data from 1947 to 2017 with multilevel 
binary logit models, and find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eign aid and 
the onset of civil war, which also confirms the theory.

Key Words: foreign aid, civil war, commitment problems, power-sharing, 
sig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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